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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大发展理念是在人类发展进程的转折关头，通过对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
的新发展理念。唯 GDP论的经济增长方式隐含着物质主义的幸福观，它造成了人的幸福追求与地球有限的
承载能力之间的根本性矛盾。生态困境意味着人们遭遇幸福难题，迫使人们从生态视域思考“幸福何以可
能、何为幸福与如何实现幸福”的问题。新发展理念致力于破解幸福难题，将人民幸福视为发展的根本目的
和归宿，配套推进各种影响人民幸福指数的因素的建设，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注重幸福共同体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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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核心内容的新发展理
念。它是在人类发展进程的转折关头，通过对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新发展理念。只有认识生态幸福与新发展模式的关系，才能了解新发展理念的深刻内涵与重
要意义。
发展观是与自然观、资源观、幸福观密切关联的。发展是实现幸福的基本途径。任何经济
发展模式背后都隐含着一种幸福观，唯 GDP 论的经济增长方式隐含的是物质主义的幸福观。
在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运行的社会中，财富的增加以 GDP 增长的形式出现，GDP 增长有赖于资
本的积累与扩张，资本的积累与扩张的动力在于企业追逐利润的动机，而企业利润的实现又依
赖于商品的流通，因此，消费成为资本运行不可或缺的环节，只有不断提高消费者的需求，才能
确保资本的不断积累与扩张。于是，在资本机器周而复始的循环中，目的与手段关系全面异
化，手段成为目的，而目的则被遮蔽。资本的扩张刺激了人们的占有欲望，财富的增长仿佛不
是实现幸福的手段，而是幸福的目的和标志;广告操纵的虚假需求成为人们的基本需要，而虚
假需求的满足与幸福画等号;GDP 的增长似乎成为国家发展经济的终极目标，拥有资产和金
钱的多寡成为衡量幸福程度的标尺。物质主义幸福观是在资本运行的机制中产生，反过来又
成为支撑资本运行的价值观。在物质主义幸福观影响下，不同的社会主体———国家、企业、个
人，无一不受经济利益驱使。国家以 GDP的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和衡量社会发展水
平的主要指标;企业以利润的最大化作为经营的主要目标，以经济效率作为衡量经济决策好坏
的标准;个人以经济成功与拥有更多的金钱作为实现幸福的基本途径。然而，物质主义的幸福
观及其与之相关联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了人的幸福追求与地球有限的承载能力之间的根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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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人的无限增长的物质需求与地球有限资源的供给之间的矛盾日趋紧张，同时资本的不
断扩张也日益超出地球的承载能力。在资本逻辑运行的几百年中，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
废弃，造成了当今的生态危机。蕾切尔·卡逊于 1963 年就指出:“当今世界崇拜速度和数量，
崇拜快捷地赚取利润，这种盲目崇拜滋生了滔天罪恶。”①
一、幸福的生态省思
生态困境意味着人们遭遇幸福难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当世界经济增长处于黄金时
期的时候，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与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相继问
世，随后不久发生了全球石油危机和一些重大环境事故。从此，生态困境进入越来越多的人的
视野中，眼光敏锐的思想家们意识到传统幸福观与经济增长方式存在问题，如果环境问题不解
决，人类将无法走出追求幸福的困境。蕾切尔·卡逊一语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如不解决，人
类将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之中。”生态幸福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对工业文明时代物质
主义幸福观的进行反思，从生态视域对“幸福何以可能，何为幸福以及如何实现幸福”进行重
新审视的理论体系。
(一)幸福何以可能
无论人类文化系统如何发展，人类始终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栖息者，其生存与发展始终依
赖自然生态系统。然而在工业文明时代，人们忘了自己自然栖息者的身份，“环境保护”被排
除在资本运行逻辑的视野之外，自然界似乎是取之不尽的材料库和巨大的垃圾场，人类文化系
统与生态系统之间仿佛是一种征服与被征服的对立关系。随着资本主义不断扩张，大自然的
生命支撑系统产生了很大的改变，它不仅极大地压缩了地球上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而且危及
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危机使人们重新认识人类“栖息者”的身份。康芒纳说:“在生
物学上，人类是环境体系中的一部分，即其整体的附属部分。”②罗尔斯顿说:“无论从生物学的
还是物质需要的角度看，没有一个充满资源的世界，没有生态系统，就不可能有人的生命。”③
罗马俱乐部创始人佩西也说:“人类的命运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取决于人对地球上生命的态
度”，④“对生态的保护和对其他生命形式的尊重，是人类生命的素质和保护人类两者所不可缺
少的重要条件”。⑤人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从自然征服者角色回归到自然栖息
者的角色，在与自然和谐共生中才能实现永恒的幸福。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与完整是人
类幸福生活的前提条件，“只有在一个能进化出且支撑(借助于自然选择和生态支持)着如此
众多生命的繁荣昌盛的生命支撑系统中，我们才能生存并生存得较好(=幸福)。”⑥
(二)何为幸福
生态幸福视域下的幸福是一种注重生活质量的生活方式。深层生态学家奈斯指出:“我
们对当今社会能否满足诸如爱、安全和接近自然的权利这样一些人类的基本需求提出疑问，在
提出这种疑问的时候，也就对我们社会的基本职能提出了质疑……物质生活标准应该急剧降
低，而生活质量，在满足人深层的精神方面，应该保持或增加。”⑦那么，什么是注重生活质量的
生活方式?西方近代社会的著名功利主义者密尔对这个问题早就有明确的阐述。密尔认为人
的快乐不仅有量的差别，还有质的不同。人具有两种不同质的快乐:一种是与动物毫无二致的
肉体感官满足，另一种是人所特有的高质量的快乐。密尔认为后者比前者更具有“质的优越
性”，因为它是与人作为一种高级的生命形式相关联的，人因为具有品性、智慧等精神特质而
拥有独立性和自由权利。密尔把这些特质称为“尊严”，指出:“尊严，人皆有之……在尊严意
识强烈的人身上，尊严代表了他们幸福最根本的一部分。”⑧从尊严的视角看，幸福与满足是两
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肉体感官的满足不等于幸福，反过来，不满足也并非是不幸福。具有尊严
的生活总是会有缺憾，“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总是感到他所寻求的幸福如同这个世界本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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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都是不完美的。不过只要这种缺憾是可以忍受的，他就会学会忍受这一切”。⑨“宁可做一
个不满足的人，也不做一头满足的猪;宁愿成为不满足的苏格拉底，也不愿成为一个满足的白
痴。”⑩显然，密尔推崇一种以人的精神生活为根本特征的，与动物的生存状态具有本质区别的
生活方式。密尔的这一思想为后世的环境哲学家所继承和发展。大多数的环境哲学家都主张
降低人的物质生活标准，而使人的生活质量提高。
我们提倡更加注重生活质量的生活方式，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工业
社会恶性膨胀的物质需求与日益枯竭的物质资源供给之间存在越来越大的矛盾。甘地说过，
地球提供的资源足够养活人类，但满足不了人的贪婪。“如果地球上的每个人都享受与北美
同样的生活标准，那么在目前技术水平下我们就需要三个地球来满足总的物质需求……为了
可持续地适应未来 40 年人口和经济产出的预期增长，我们就需要另外 6 ～ 12 个星球。”瑏瑡事实
上，当今地球资源的稀缺是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工业文明时代人们对地球资源掠夺性开采;
二是人自身的欲望恶性膨胀。“为了适应即将来临的稀缺时代，我们必须树立利用物质资源
的新型道德观，并据此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瑏瑢
注重生活质量的生活方式，将使生活更加节俭，这是否意味着人们的幸福会大打折扣呢?
人们寻求生活方式的改变是因为生态困境而作出的理性选择。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者诺顿主张
对人的需要作理性的限制，他把那种放纵人的感性偏好的满足的观点称为强人类中心主义，他
认为人的欲望和需要并非都是合理的，必须经过理性的审视。他提倡理性偏好满足的弱人类
中心主义。人类为了适应生态环境而对自身物质需求进行克制和调整，是人作为理性动物的
幸福的应有之义。如斯宾若莎所言:“并不因为我们克制情欲，我们才享有幸福，反之，乃是因
为我享有幸福，所以我们能够克制情欲。”瑏瑣这里节俭的生活方式不是要人们走向宗教禁欲主
义，而是要从工业文明时代由广告操纵的虚假需求的满足回归到人的基本需要和全面发展的
需要的满足的轨道上来。这样的需要的满足是以个人身心健康和人类生存与发展为前提的，
因而也是人类幸福的保障。罗素指出:“对于大多数的人的快乐来说，有些事是必不可少的。
但这些事都很简单:衣食住行、健康、爱情、成功的工作以及自己圈子里的人的尊敬。对某些人
来说，为人父母也是基本的事。如果缺少这些，只有不同寻常的人才能快乐，而如果已经有了
这些东西或能靠正确的努力得到这些东西的情况下，一个人还觉得不快乐，那他就是心理失调
了。”瑏瑤实证研究证明，影响人的幸福感的因素是复杂的、多维度的，如果仅仅囿于物质贪欲的
满足，忽略或降低其他因素的作用，将使人格扭曲，降低人的生存状态。我们超越异化的物质
需求，可以更好地充实精神文化的生活。如梭罗所言:“一个人能够放得下的东西越多，他就
越是富有。”瑏瑥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潜能的实现、人格、社会关系等都是影响人的幸福感
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提倡注重生活质量的生活方式，不仅不会使人的幸福大打折扣，还会
使人的幸福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生态幸福观不仅提倡回归注重生活质量的生活方式，而且将亲近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看
成是幸福生活的样式。人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无不与
生态系统息息相关。社会个体的情感、人格，乃至人类的宗教、哲学、科学等精神文化都是在人
与自然、人与人的交互作用中形成的。一个稳定、和谐和繁荣的生态系统不仅是人们物质生活
的根本保证，而且是人们精神生活的家园。梭罗指出:“人需要一个家，一个温暖和舒适的地
方，首先是身体的温暖，然后是爱的温暖。”瑏瑦梭罗的《瓦尔登湖》是一部描绘亲近自然的诗情画
意生活的杰作，反映了工业文明时代人们渴望回归自然的心声。梭罗在瓦尔登湖湖畔次生林
的两年多的生活中，沉浸在亲近自然的快乐之中。他写道:“每一个清晨都是一份快乐的邀
请，要我和大自然一样的简朴也可以说同样纯洁的生活。”瑏瑧他时常感到与大自然完全融为一
体，仿佛自己本来就是大自然美丽图景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夏季的早上，和平时一样洗过澡
以后，我会在门口的阳光下从日出一直坐到中午，独自凝神遐想，四周是松树、山核桃树和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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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一片静寂，而小鸟会在周围鸣唱，或悄无声息地掠过我的屋子，直到太阳照近我的西窗，或
者从远处的公路上传来某个旅人的马车声，使我想起了时间的流逝。”瑏瑨在天人合一的境界中，
梭罗陶醉在说不尽的愉悦之中:“整个身体只有一种感觉，每一个毛孔都吸引着快乐。我奇异
地在大自然中自由来往，与大自然成为一体。”瑏瑩梭罗感到他创造了一种高贵的生活，这种生活
在工业文明时代显得尤为珍贵:“一亿人中只有一个人能够拥有富有诗意的或神圣的生活。”瑐瑠
如果说《瓦尔登湖》喻示着大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和谐和繁荣，对于增进人的幸福感是
何等重要，那么与梭罗同一时代的密尔则从反面告诉我们，大自然生态系统一旦失去生机勃勃
的景象，将会对人类的情感带来多大的伤害。在 1848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密
尔指出:“一想到世界将丧失其生机盎然的景象，变得一片光秃，每一寸能为人类种粮食的土
地都将被耕种，每一块长满花木或青草的荒地都将被翻耕，所有野生禽兽都将因为与人争食而
被灭绝，人工栽种的每一棵灌木或多余的树木都将被砍除，野生灌木和野花都将在农业改良的
名义下被当作野草而予以铲除，想到这样的世界，就叫人不舒服。”瑐瑡一百年后，蕾切尔·卡逊
的《寂静春天》以春天里寂静的虚拟小镇再次震撼人们的心灵。可见，大自然生态系统的稳
定、和谐与繁荣不仅孕育了这一有机系统的最高级的生命形式———人本身，而且这一景象已经
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记忆方式积淀在人类精神世界的深层结构，成为人类情感不可或缺的图
景。现代心理学指出:“人类与自然界之间除了物理—化学联系外，人的心灵与之还有一种强
烈的情感联结。生态心理学家认为这种情感联结是人类固有的天性，是进化的遗产，他们称之
为生态潜意识。”瑐瑢因此，生态失衡不仅会危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而且会因为抑制人的生态潜
意识而影响人的心理健康。资本主义在经济理性的驱动下，借助于科技力量对自然界进行掠
夺式的开发，造成人与自然界的疏离，压抑了人类固有的天性。因此，只有建设美好环境，形成
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才能改变人的生态潜意识被压抑的状态，促进人的精神健康和心智
健全。
二、发展理念与模式的创新
生态危机意味着人类幸福的追求遇到了困境。自从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报告出
炉后，世界各国开始关注发展理念和模式的创新问题。罗马俱乐部对于发展模式的探讨也由
零增长向有机增长，再到发展的转变。尽管三种发展模式内涵有所不同，但是探讨人与自然和
谐的发展道路是贯穿其中的中心线索。人们对新型发展模式的探讨一直是与对幸福的反思联
系在一起的，体现了人们探索破解幸福难题的愿望与思考。我们从生态视角审视幸福与发展，
本质上就是要回答“何为幸福以及如何实现幸福”的问题。因此，发展理念的创新，不仅是发
展观的转变，而且是幸福观的转变。罗马俱乐部创始人奥雷利奥·佩西在《人的素质》一书中
指出:“人类在某些最低限度的生活需求和物质利益得到满足后，又提出了一系列范围广泛的
其它需要和欲望，渴望舒适安全，追求信仰、自我完善、社会地位和通常称为生活质量的东西。
发展一词通常含有合理满足人类所有这些要求的意思，发展的概念正迅速取代增长的概
念”。瑐瑣可见，罗马俱乐部的“发展”概念已经内在地包含了一种新型的幸福观。党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同世界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先进发展模式的大趋势相契合的，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人类发展进程的转
折关头，站在世界发展理念的制高点，带领全国人民走出一条实现中华民族生态幸福的发展道
路的决心和智慧。我们只有从生态幸福的视角思考“五大发展”理念，才能深刻理解它的深刻
科学内涵与重大现实意义。
(一)新发展理念有别于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
在工业文明时代，人们将国民幸福的实现归结于经济增长，进而将 GDP 的增长当作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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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核心目标。事实证明，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在增进人类幸福方面存在着局限性，并且不利
于环境保护。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在 1974 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
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
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伊斯特林悖论使传统经
济学的观点遭到挑战。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对财富增加与幸福的弱相关性乃至负相关性现象进
行研究，有人认为收入与快乐的正相关性通常是人均收入较低情况下发生的，随着人均收入超
过某一点后，二者的正相关性就不明显;另有人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弱相关性或者负相关性现象
是与人的攀比心理有关，一个人即使收入提高了，但若与别人比较又会觉得有各种各样的缺
憾，这就会使他的幸福感打折扣;还有人认为影响人们幸福的因素除了收入、财富和消费等经
济因素以外，还有家庭、健康、社交渴望、政治参与、自由、环境等非经济因素，在这些非经济因
素导致人们的幸福感下降的情况下，它们会在不同程度上抵消经济因素带来的正面作用，从而
造成 GDP增长了，人们的幸福感没有提高，甚至下降的情况。伊斯特林悖论引发了我们对经
济增长与人的幸福关系的思考，使我们认识到经济因素并非是影响国民幸福的唯一因素，在经
济发展水平尚未能够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的时候，经济增长对于增进国民幸福起了举足
轻重的作用，而当经济发展超过这个水平的时候，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关系呈现复杂的情
况。罗马俱乐部发表的第九个报告《关于财富和福利的对话》指出，传统的经济增长概念不能
等于提供财富和福利的概念，现时代，不少的情况是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财富和福利的真正增
长，有时候反而产生负面的效应。因此，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意识到，未来的发展模式应该走
出“手段异化为目的”的陷阱，摒弃为增长而增长的思路，真正将幸福当成经济发展的终极价
值。如佩西所言:“我们必须赶快从需要适应发展的概念转到以人为基础发展的概念之上，它
的首要目标是人类的独立完成。”瑐瑤新发展理念正是体现了发展价值观的转变，将实现人民幸
福视为发展的目的和归宿，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如前所
述，生态幸福观倡导注重人的生活质量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以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作为区
别动物生存状态的本质特征。在生态幸福观视域中，影响人的幸福感的因素是多维度的，既有
物质的，又有精神的;既有经济的，又有非经济的。新发展理念将“协调”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
一，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统筹兼顾、配套推进各种影响人民幸福指数的因素的建设，推动区域协
同、城乡一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真正使经济、社会的运行沿着增进人民福祉的轨
道发展。在协调发展中，我们还要解决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的不平衡的问题。市场主体的经
济行为必须受到道德规约，这是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契约经济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与信息社
会的结合，使得道德的作用更为凸显。在大数据的时代，个人数据能够以惊人的速度被获取、
聚合与分析，企业和个人的品质成为公开的秘密。“不管你喜欢与否，你的信誉将变为永久性
的，变得无所不在，并为全世界所知。”瑐瑥“信誉可以被即刻分析、存储并作为你享受特殊待遇和
利益的通行证。”瑐瑦因此，信誉成为企业与个人最宝贵的财富和核心竞争力，自觉用道德来规约
自身的行为，是使道德资本增值的根本途径。由此观之，协调发展的理念，并非要否定经济发
展的基础性作用，而只是从整体性的观点看待经济，使经济更加健康的发展。同时，新发展理
念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 GDP指标的作用。目前尚未有一个科学的成熟的尺度能够取代 GDP，
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在充分考虑影响幸福指数的各种基本因素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围绕国
民幸福这个终极目标，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包括 GDP在内的指标体系。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假如你正在开车，你想要知道这辆车运行如何，
却发现你的仪表盘只有一个测量仪(这显然不是一辆安全的车)。这个单一的刻度盘只能传
达一条重要信息:你的行驶速度有多快。这就好像现在的 GDP，它本身并不坏，但它不会告诉
你有更多的信息:你已经行驶了多少公里?你还剩多少燃料?你还能开多远?”他认为“要评
估一国人口生活质量，需要至少 7 类指标:健康、教育、环境、就业、物质生活条件、人际关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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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政治参与情况”。瑐瑧
(二)新发展理念倡导绿色发展的道路
人类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只能在生态系统的循环中求得生存与发展。
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应当建立在这一生态宇宙观基础上，将环境保护看成是经济发展进
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不是在经济发展之外而是在经济发展之中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
就是发展生产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新发展模式的基本价值取向，我们的每一项经济决策
和技术创新都应考虑是否有利于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环境的清洁。根据鲍尔丁的宇宙飞船经济
理论，地球是一艘在茫茫太空中飞行的宇宙飞船，这艘太空船上可供使用的东西非常有限，因
此人们必须非常珍惜船上的有限资源，对资源的索取和废物的排放，都要纳入到循环的生态系
统中。鲍尔丁的经济思想在资源与环境的国际经济研究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资源循环利
用、避免废物产生为特征的循环经济战略已经成为环境与发展领域的一个主流思潮。党中央
提出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正是顺应了时代潮流。五大发展理念提出了“创新”的理念，将
“创新”视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包括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体系的建设。随着人们生态意识的日益觉醒，人们的生态需要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
增长点，据中国经济学家马骏估计，如果有足够的融资，中国的绿色投资需求可能每年增长
10% －15%。生态需要驱动的科技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是要改变工业文明时代与地球
生态圈相背而行的技术体系和经济结构，建立与之相同而行的技术体系和经济结构。绿色发
展理念还将管理环境系统当成是发展的重要内容。发展作为幸福的实现方式，包括了各种影
响幸福指数要素的建设。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息息相关，对于人的幸福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习近平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里的“金山银山”不能仅仅从资源的角度来理解，它还
包括了大自然生态系统影响人的幸福生活的一切因素。罗尔斯顿归纳了大自然所承载的 14
种价值，从而揭示出大自然影响人的幸福生活的多重功能。除大自然为人类提供衣食住行和
生产劳动的资源以外，大自然影响人幸福感的功能至少还有四个方面:一是大自然的生命支撑
价值。人的生存依赖于大自然的空气、水流、阳光、生物、土壤等物质及其整个生态系统。因此
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状况与人的生存状态密切关联。当今环境的严重污染已经威胁当代人的
健康。据世界银行 2016 年 9 月 8 日发布的报告，空气污染成全球“第四大死因”。中国因空气
环境污染导致的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0%。国内的生态安全已经日益成为影响人民幸福
指数的重要因素。环境污染已经影响人们的健康与生活，使人们对生态安全产生了前所未有
的忧虑感，而生态安全问题及其人们对它的主观感受又严重影响人们的幸福感。因此，生态安
全已经成为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满足人们这方面的生活需要成为人类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
基本指标。二是大自然的消遣价值。消遣是人们培养生活乐趣与寻觅幸福的重要途径，而大
自然则是人们消遣生活的基本场所。罗尔斯顿说:“与为了挣钱而从事的劳动形成鲜明对比
的闲暇、与为了养家糊口而从事的劳动截然不同的消遣性劳动(爬山、搭帐篷)、与千篇一律令
人厌恶的工作不可同日而语的饶有兴趣的优美环境、与城市的安逸形成反差的简朴———所有
这些都能够给人们提供其他活动或事物所不能提供的满足。”瑐瑨三是大自然的塑造性格的价
值。现代心理学证明健康的人格对于人的幸福感的提升至关重要，而荒野则具有陶冶性格、心
理治疗的功能。梭罗认为，亲近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对于人的精神健康与心智
健全是不可或缺的。他说:“生活在大自然之中的人，只要感官仍然健全，就不可能极度抑郁。
对于健康和纯真的耳朵，没有哪场风暴不是伊奥勒斯的风弦琴的乐声。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强
使一个纯朴勇敢的人陷入庸俗的悲伤之中。”瑐瑩四是大自然的审美价值。人如果能融入到生态
系统的繁荣昌盛秩序中，会因为审美的观照，而感到无比的愉悦和享受。梭罗指出:“对美好
事物的品味大多是在户外培养起来的，那里没有房子和管家。”瑑瑠利奥波德在《绿色的泻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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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也写道:“我们没有，至少是不能去吃这些鹌鹑和鹿所吃的东西，但我们却在甜蜜芳香的
荒野里分享了它们明显的喜悦。它们喜气洋洋的节日般的情感，成了我们的情感，我们大家全
都陶醉在一种共有的富裕之中，彼此都感到非常幸福。”瑑瑡总之，地球生态系统对于人的幸福生
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新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管理好环境，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
稳定与美丽，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增进人类福祉。
(三)新发展理念注重幸福共同体的构建
地球的有限性和公共性，决定人类彼此之间生存与发展的相互关联性。全球人口剧增与
环境的破坏，使得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相互影响、相互联系更加密切。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
济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可能引起世界大宗产品价格的上涨，从而影响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生
活水平;某个国家的自然灾害与粮食歉收，可能引发大量饥民涌入其他国家;世界某个区域的
空气环境污染，不仅损害这个区域人民的健康，还会给其他区域人民健康带来不良的影响，甚
至导致传染病的跨境流行;某个城市一些人的损害环境的行为，可能产生蝴蝶效应，造成世界
性的环境危害。彼得·辛格形象地指出:“如果某人打了另外一个人，那么显然知道这是谁干
的。现在，臭氧洞和气候变化这两个问题已经揭示出新的不同寻常的杀人方式。当你在纽约
给公寓的洗手间喷防臭剂时，若用的是一种由 CFCs 做助力的气雾剂，那么，你或许要为生活
在智利的普塔·阿雷纳斯(Punta Arenas)的皮肤癌病人在多年后的死亡承担部分责任。你开
车就会释放二氧化碳，而这将成为导致孟加拉国发生致命洪灾的因果链的一部分。”瑑瑢人类好
像是居住在一艘宇宙飞船上休戚与共的居民，一个人的幸福追求与实现，不仅会影响到其他人
的幸福权利，而且也依赖于其他人行动。如果地球上的每个国家或地区、每个人都仍然不顾一
切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将上演“公地悲剧”。可见，在生态危机背景
下，人们幸福生活有赖于幸福共同体的良性发展。
站在国家的角度看，幸福共同体的构建包含共赢、共享和共荣三个层面。共赢指的是在国
际层面推进人类共同体的建设。当今世界各国的依存更为紧密，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和经济
决策，势必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反过来本国的经济发展也受到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制
约，因此各个国家必须在全球的共同发展中为本国人民谋福利。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国
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
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新发展理念提出开放的发展理念，一方面是要坚持互
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努力在全球互利合作的格局中，促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解决粮食安全、人口膨胀、资源危机、环境污染、
气候变化、网络攻击等全球性的复杂问题。共享是指在国家层面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
人民，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共享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它贯穿着公平正义的
原则。现时代，社会不公是导致全球生态困境的社会根源。由于工业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少
数富人或者富有的国家和地区占有和消费更多的环境资源，而且少数富人高标准的生活方式
往往成为一个时代人们生活水准的风向标，这就导致人们物质欲望的畸形膨胀，从而加剧了环
境资源上的供需矛盾。同时，一些经济主体在利益驱动下，凭借资本和技术优势对环境资源肆
无忌惮地掠夺，并将环境污染的成本转嫁给整个社会，致使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从而威胁当代
人与后代人的生存与发展。因此，环境问题与公平问题的解决是有机联系的。罗马俱乐部的
第二份研究报告《人类处在转折点》认为:“两条不断扩大的鸿沟居于人类目前的各种危机的
中心:人与自然之间的鸿沟和南北之间的鸿沟。”瑑瑣该报告指出，两条鸿沟的缩小有赖于世界有
机整体的发展。可见，环保、公正和发展三个方面必须从总体上来把握。幸福共同体的构建正
是将这三个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如果说人类个体幸福与整体幸福的关系是哲学史上长期争
论不休的老话题，那么面对生态危机对人类福祉的威胁，我们必须认识到个体幸福的追求不能
建立在危害别人幸福的基础上，个体幸福的实现有赖于人类共同体的幸福的推进。新发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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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强调了发展的公平性、普惠性，这是新发展模式的终极性目标，也只有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
才能妥善处理环境问题上各种利益群体的关系，使环境保护沿着使每一个公民都能在环境改
善中受益和确保我们的子孙后代生存发展权的方向发展。共荣指的是在种际层面实现人与其
他生命形式的共同繁荣的局面。在幸福共同体的边界问题上，一些非人类中心主义者主张将
幸福共同体的边界扩展到人以外的生命物质。如雷根认为，动物“拥有一种伴随着愉快和痛
苦感觉的情感生活;拥有偏好和福利;拥有发动行为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目标的能力;拥有一
种历时性的心理上的同一性;拥有一种独立于他人的功用性和个体幸福状态”。瑑瑤泰勒也认为
一切有生命的生物个体都是一个具有目标导向的、完整有序而自我协调的活动系统，这个系统
的活动指向一个目标:实现有机体的生长、发育、繁殖和延续。虽然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
心主义在幸福共同体的边界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是人类追求幸福不能随意侵犯其他生命形
式的生存权利，人类必须在地球生物圈的共同繁荣中实现幸福，这一点已经获得日益广泛的共
识。如史怀泽所认为的那样，如果人“对其他生命痛苦的麻木不仁”，也就“失去了同享其他生
命幸福的能力”。瑑瑥因此，他呼吁“抛弃我们对其他生命的疏远性，与我们周围的生命休戚与
共”。瑑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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